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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注数字乡村建设的阶段性演化发展，从数字乡村动态演化视角，整合乡村建设理论与数字经济驱动发展理论，从数据要素、产业转型、治理机制和公共服务4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驱动与数字乡村的演进模型，以江苏沭阳堰下村和浙江德清五四村为案例，通过梳理分析二手资料和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解剖数字经济驱动在数字乡村演进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数字乡村的初始发展阶段，数据要素价值化是演进关键，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演进支撑；在转型发展阶段，治理机制与公共服务提供演进的内外动力，治理机制完善程度决定了发展的质量和韧性，公共服务质量决定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成熟发展阶段，数据要素和治理机制以及产业转型和公共服务组合推动数字乡村持续发展。其中，数字产业发展模式更利于产业转型和公共服务组合发挥作用，如堰下村；数字治理发展模式更利于数据要素和治理机制组合发挥作用，如五四村。由此提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通过数字技术在宏观层面要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在中观层面促进数字乡村分型发展，在微观层面促进创新与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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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village is the superposition of Digital China strateg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igital econom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village and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driving factor of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villag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and put forwards the dynamic mechanism theory of digital village with digital economy as the core. Taking Yanxia village in Shuyang, Jiangsu Province and Wusi village in Deqing, Zhejiang Province as research cases, this paper dissects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drive in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 of digital village, data element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provi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petus for evolution. The value of data elements is the key to evolution,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is the support of evolution. In th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public servic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provi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petus for evolution.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determin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perfection of governance mechanism determines the quality and toughness of development. In the mature development stage, multiple combinations of digital economy drivers work together. The combination of data element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villages. The combin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ervices driv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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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信息化发展，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1]【国家有关大政方针等政策法规文件如无特别需要，通常不作为学术参考文献引注】。由此，全国数字乡村建设进入“快车道”。江苏省2020年确定了南京市溧水区、宿迁市沭阳县等10个数字乡村试点地区；浙江省德清县加快乡村产业数字转型，建成11个数字农业示范园区、4 100个物联网应用示范点；福建省2021年共建成国家级数字农业示范基地4个、省级现代农业智慧园60个、农业物联网应用基地700多个【补标引著录上述有关数据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然而，目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还存在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不高、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2]。对此，学者如王胜等[3]、沈费伟[4]、李振等[5]的相关研究多从作用机制、建设模式、发展就绪度等方面展开，缺乏基于数字经济驱动视角对数字乡村演进机制的深入探讨。
数字乡村是指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应用数字化技术，通过数据要素赋能乡村产业和乡村治理，提升农民数字素养的新型乡村[6]。鉴于已有许多文献对数字乡村的内涵、要素、建设主体、建设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Song等[7]、苏岚岚等[8]、汪亚楠等[9]的研究，本研究更为关注数字乡村的演化视角。Douglass[10]认为乡村发展的内在推力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要素流动与城市的外在辐射扩散力相交合。辛亮[11]提出同一区域乡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的交叉影响，其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沈费伟[4]指出数字乡村发展经历了数字产业、数字治理、数字服务等3个阶段。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更多偏重数字乡村发展的机理、模式与策略，对数字经济驱动对数字乡村发展的重大影响深入研究不足，数字经济驱动如何为数字乡村演进提供动力，以及数字经济驱动各维度如何在数字乡村演进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等问题有待探讨。
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Tapscott[12]在1995年首次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Moulton[13]认为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构成了数字经济的两个重要分支；Turcan等[14]指出数字经济的关键是信息，数字信息能转化为社会经济价值；宋洋[15]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丁志帆[16]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合理配置资源、精准供需匹配助力产业结构调整。2016年，二十国集团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上正式提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新型生产要素，以数字平台为载体，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手段的经济活动。
综上，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整合乡村建设理论与数字经济驱动发展理论，构建数字经济驱动与数字乡村的演进模型，运用案例分析法，着重探究以下问题：数字乡村演进不同阶段受到数字经济驱动哪些维度影响，数字经济驱动在数字乡村演进中的动力机制，数字经济驱动维度组合在不同类型数字乡村演进中的作用差异，以及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
2 理论分析框架
2.1 数字乡村的内涵界定
沈费伟[4]认为数字乡村的核心是数字治理，以数字产业为基础、数字服务为目标构建了包括数字赋能、开放共享、协同共治等维度的乡村治理体系。数字乡村发展模式依据产业、治理、服务等维度可以分为3类：一是数字产业模式，通过放大数据要素价值，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实现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二是数字治理模式，逐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运用数字技术开展乡村治理，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不断提升治理效能；三是数字服务模式，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协调的服务理念，以村民的实际需求为服务目标，不断丰富数字服务场景，构建乡村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
2.2 数字经济驱动与数字乡村发展的关系
数字乡村发展的内因是数据要素价值化，外因是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和数字服务分别直接推动和间接引导数字乡村的发展，由此可得，数字经济驱动的数据要素、产业转型、治理机制和公共服务4个维度对数字乡村发展产生影响。其中，数据要素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基础，价值化的数据要素将推动技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精准匹配需求，产生叠加、倍增效应；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将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融合，拓展数字乡村发展空间；数字治理弥补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诸多缺陷，是数字乡村发展的治理保障；数字服务是数字乡村发展的服务目标。
2.3 数字经济驱动的维度结构
参考田真平等[17]的研究，需从更微观的层面考察数字经济驱动与数字乡村发展的关系，因此将上述4个维度分别各分为4个子维度，如图1所示。
（1）数据要素。第一，数据采集，指通过现代化大数据采集系统采集农业自然资源数据、农业全产业链数据、农业市场经营数据等。第二，数据分析，指运用大数据分析系统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整理、筛选、挖掘等工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提升数据的应用价值。第三，数据应用，指将处理过的数据应用于乡村治理、公共服务、农业生产、市场营销等领域，以提升治理效能、服务效率和供需匹配度。第四，数据共享，指数据所有者或管理者与第三方共享数据，可增加数字乡村的数据供给，促进数据二次开发与应用，提升数据利用效率。
（2）产业转型。第一，数字产业化，指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生产要素，应用数字技术开展的新兴产业活动，包括农业物联网、农村电子商务、互联网特色农业等。第二，产业数字化，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传统产业，实现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进而提升传统产业的产出效益，包括智慧农业、数字旅游、智慧物流等。第三，产业生态化，指遵循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机理，将乡村传统产业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以绿色低碳发展为导向，应用数字技术改进生产销售方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四，产业融合，指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产业生态化，以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推进乡村一二三产业的交叉融合，推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3）治理机制。第一，数字治理，指以提升治理效能为目标，以信息化网络为平台，以智慧物联网为基础，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充分运用数字技术的治理方式。第二，治理主体，指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各方主体，包括政府部门、村级组织、市场主体、社会组织、村民等。第三，治理制度，指治理主体对乡村实施管理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与制度，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制度、社会力量参与制度、基层组织建设制度等。第四，治理文化，指治理主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关乡村治理的理念、目标、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等。
（4）公共服务。第一，数字服务，指以村民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丰富数字服务场景，挖掘数据要素价值，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在教育、医疗、就业、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的服务活动。第二，数字基础设施，主要涉及5G、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基于上述数字技术而形成的各类数字平台。第三，数字教育。指以互联网慕课平台和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农广校”）的电视授课平台为依托，打造适合乡村群体的远程教育课程体系，通过电视端、手机端和电脑端，满足中老年群体和青年群体多元化的教育需求。第四，数字医疗，指以智能化医疗设备和远程医疗技术为依托，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乡村延伸，弥合城乡医疗鸿沟，实现村民足不出村看病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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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经济驱动乡村发展的维度结构

3  案例分析
3.1 案例选择
选择已经初步完成数字乡村建设的村庄——江苏沭阳堰下村和浙江德清五四村（以下简称“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并保证了案例具有典型性和稀缺性。样本乡村都是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其中堰下村代表了数字乡村的数字产业发展模式，五四村代表了数字乡村的数字治理发展模式，均是探索数字经济驱动下数字乡村演进机制的典型代表。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分析了案例相关的公开媒体报道、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学术论文等，了解案例基本情况；其次赴堰下村、五四村进行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当地村民、村两委、村企业、数字服务企业等数字乡村建设主体，获取了数字乡村发展的一手资料。案例概况如表1所示。
表1  案例概况
	乡村名称
	数字乡村类型
	数字乡村概况
	数字乡村绩效

	堰下村
	数字产业模式
	江苏省首批数字乡村试点地区。村域面积为4.74 km2，其中耕地面积3 774亩（1亩≈0.067 hm2），全村1 301户共计5 604人。2021年7月启动“数字堰下”建设，通过购买第三方技术服务，开发“一码两端一中心”（农户专属二维码、电视端模块和手机端公众号、村级数字化指挥中心），大大提升花木生产、销售水平，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现代数字手段，实现了农民生产生活智能化
	村内外种植花木面积达1万亩以上，搭建智慧农业物联网平台。全村有800多名青年创客、500多名苗木及经纪人，注册运营花木电商网点1 000余个。2021年，全村花木电商线上销售额达5.15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78.7万元，是全国首批“淘宝村”、全省农村电子商务“十强村”

	五四村
	数字治理模式
	国家首批数字乡村试点地区。村域面积约为5.61 km2，总人口有1 605人。建有“数字乡村一张图”、数字生活服务平台和乡村治理决策中心，涵盖环境治理、水域监测、危房监测、智慧气象、医疗健康、智慧养老等120余项功能
	已建立自然资源、农业、水利、交通等部门的17个图层232类数据，以及视频监控、污水监测、智能垃圾桶、智能灯杆等六大类534个感知设备，形成覆盖乡村全域的物联感知网。2020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65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5.2万元



3.2 案例分析
从案例乡村发展的过程看，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明显的演化经济学的特征，借鉴徐凤增等[18]提出的乡村发展演化路径，分为初始阶段、转型阶段、成熟阶段，在不同阶段发挥关键作用的数字经济驱动维度不同，作用机制也有差异。
（1）初始阶段：数据要素和产业转型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我国数字乡村初始发展的标志是初步建立信息聚类、要素整合的基础数据库和数字服务决策平台，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初见成效。在此阶段数字应用场景还不够丰富，数据要素价值尚未得到充分体现，资源统筹不足，数字治理机制尚未全面建立。从案例实践来看，数据要素与其他传统生产要素相配合，形成乘数效应，放大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值，进而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首先，数据采集分析是基础，有效数据的集聚整合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要义，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动力来源和价值所在；其次，数据应用共享是关键，构建以破解问题为导向的数字应用场景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举措，是数字技术产生数字红利的重要体现，我国乡村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数字技术可以提升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乡村治理水平以及提高乡村公共服务质量，现代农业产业与数字化技术加速融合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最后，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保障，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提升了产出效益，给传统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带来增值利益，可以激发村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
如表2所示，在此阶段，案例乡村的数字技术创新呈现出分布式创新特征。堰下村依托当地花木特色产业发展农村电商，建设“数字堰下”，发挥数据要素价值，形成以花木智慧生产为基础、直播电商销售为手段的数字产业，促进了数字乡村的初始发展。五四村以“数字乡村一张图”为切入点，聚焦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的转型变革，发挥数据要素的治理功能，带动“农文旅”产业融合，进而促进数字乡村的初始发展。堰下村属于数字产业发展模式，数字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智慧生产、数字营销等领域，实现供需动态精准匹配，通过产业数字化转型带动数字乡村发展；五四村属于数字治理发展模式，数字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智慧社区、数字协同等领域，实现治理过程的精准化，高效的数字治理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表2  数字经济驱动在案例数字乡村建设初始阶段的作用
	维度
	环节
	乡村

	
	
	堰下村
	五四村

	数据要素

	数据采集
	为全村花木产业生产基地配套了3个气象站、23个摄像头、8个智能柜和10个CO2变送器，保证每个50亩以上的规模基地都能配套传感监测设备
	通过感知设备、遥感设备、智能设备，采集空气质量、垃圾分类、交通出行等282类数据

	
	数据分析
	将海量数据汇集到“数字堰下”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最新的空气温度湿度、CO2浓度、光照强度等数据
	对气候、交通、教育、医疗、旅游、垃圾分类等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为乡村治理、生产经营、公共服务等提供决策依据

	
	数据应用
	农户随时通过手机端、电视端查看相关情况，并可利用先进的灌溉和种植技术精准控制大棚温度湿度环境
	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已有效处理环境污染、邻里纠纷等问题180余个，平均用时从5个工作日缩短到3个小时

	
	数据共享
	“数字堰下”汇聚了花木价格、花木买卖信息、物流信息、求职招工信息、政策信息等，村民可实时在手机端、电视端查看
	“数字乡村一张图”上线后，村干部通过村党群服务中心的显示屏就能掌握全村生产经营、生活服务、环境治理等多方面的第一手信息，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产业转型
	数字产业化
	搭建智慧农业物联网平台，农村电商从大喇叭叫卖的1.0 版到开网店卖花木的2.0版，再到直播带货的3.0版
	建成数字化乡村模型，构建五四数字乡村底图。统筹推动数据资源整合汇聚、联动分析，制订了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产业数字化
	数字赋能特色优势花木产业，得益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难伺候的花木品种得到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有效实现了单产提高、成本降低、质量安全
	以花卉苗木、茶叶笋竹产业为主导，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统筹现代农业项目和19家特色民宿发展，组成体验观光采摘、高端休闲度假等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产业生态化
	以花木产业为主导，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打造产前规划、产中管理和产后销售的生态产业链
	以红色基因为传承、农旅融合为重点、莫干山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依托，打造“农文旅”一体化的田园综合体

	
	产业融合
	将花木产业与直播电商、休闲旅游、养生度假和农事体验相融合
	将田园休闲游与红色研学游、智慧乡村游、康体运动游等产业有机结合



（2）转型阶段：治理机制和公共服务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保障。在数字乡村经过初始发展以后，数字赋能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已难以持续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数字乡村的发展需要转型发展来突破瓶颈，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数字治理机制以推动数字乡村发展，丰富数字应用场景以给村民带来更多利益，从而保障数字乡村发展。首先，公共服务决定了数字乡村发展是否具有持续性，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服务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内外支撑，拓宽了数字乡村的内外边界，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赋能共享的手段，促进了数字乡村的转型发展；数字教育和数字医疗是数字乡村发展的更高要求，数字教育有助于提升乡村数字人才的培养质量、满足数字乡村发展的人才需求，数字医疗有助于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进而加强村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意愿。其次，数字治理和治理制度决定了数字乡村发展的质量，规范高效的数字乡村治理体系既是数字乡村的优势体现，也是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最后，治理主体和治理文化决定了数字乡村发展的韧性，随着数字乡村转型发展的不断深入，治理主体日趋多元化，逐步形成平等互助、开放共享的治理文化，将有效增强数字乡村抵御风险的能力。 
如表3所示，在此阶段，案例乡村的数字技术创新呈现出多元合作创新特征。堰下村以“数字堰下”建设为契机，开发“一码两端一中心”，构建数字治理机制，完善数字公共服务，实现了从电商村到数字村的转变，数字乡村建设转型程度较高。五四村按照党建引领、法治、德治、自治和智治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部署，着眼“三生”（【给出具体含义】）、服务“三农”（【给出具体含义】），以数字治理带动数字服务，数字乡村建设转型较快。
表3  数字经济驱动在案例数字乡村建设转型阶段的作用
	维度
	环节
	乡村

	
	
	堰下村
	五四村

	治理机制

	数字治理
	“数字堰下”于2021年7月启动建设，通过购买第三方技术服务，开发“一码两端一中心”
	构建“数字乡村一张图”，实时监测村内基础设施、垃圾分类、交通出行等数据，及时进行异动管理，满足村民实际需求

	
	治理主体
	村两委、村民、电商经营户、农业企业等
	村两委、村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以物联感知网为治理基础，以数字治理平台为治理中心，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数字治理体系
逐步形成平等互助、开放共享的治理文化

	
	治理制度
	以“数字堰下”为依托，打造治理内容透明、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数字化的治理体系
	

	
	治理文化
	花木文化转型为生态文化，电商文化转型为数字文化
	

	公共服务
	数字服务
	扫描农户专属二维码能够对各类信息一目了然，扫描电商户还可直接购物；电视端模块和手机端公众号可以让村民随时随地查村务、议村事、知行情、发供求；指挥中心汇集治理大数据、电商大数据、平安大数据、数字农业大数据
	以“浙里办”为载体，大力推广网上办、掌上办等服务平台，实时提供就业信息、灾害性天气预报、垃圾分类积分查询、市场信息查询、居家养老等服务

	
	数字基础设施
	“一码两端一中心”、智慧农业物联网平台
	数字生活服务平台（“浙里办”“我德清”等）、“数字乡村一张图”、治理决策中心（浙政钉小程序）

	
	数字教育
	手机端针对年轻人进行电商培训，电视端针对中老年人进行信息化基础培训
	通过手机端短视频、电视端农广校课程着力提升村民数字素养

	
	数字医疗
	提供互联网远程医疗、健康大数据分析等服务
	为村民建立健康数据库，自动人脸识别，通过数据分析比对发现潜在健康风险，提供转诊服务，医疗数据自动对接



（3）成熟阶段：数字经济驱动4个维度共同作用。数字乡村建设进入成熟阶段后，将形成比较完善的数字乡村治理和服务体系，达成多方主体的动态平衡，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普通农户中的部分人会产生“小富即安”思想，在数字乡村发展的成熟阶段丧失接续奋斗的内生动力。二是随着数字乡村应用边界的不断扩大，要求全体村民具有较高的数字素养，但乡村中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不足会影响数字乡村的持续发展。三是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数字基础设施同时面临过载和不足风险，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热潮会导致数字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技术供给不足会导致某些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缺失。因此，数字乡村的持续稳定发展需要数字经济驱动的4个维度共同作用。其中，数据要素价值化和数字治理机制增强了数字乡村的内生动力，推动数字乡村持续发展；数据要素与传统乡村产业生产要素不断融合，形成乘数效应；多元治理主体积极参与数字乡村治理，构筑了数字乡村的重要支撑；产业转型和公共服务增强了数字乡村的外部动力，拉动数字乡村持续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数字乡村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数字服务引领数字乡村发展方向，数字教育有效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数字乡村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如表4所示，在此阶段，案例乡村的数字技术创新呈现出全产业链去中心化特征，大量创新主体间基于技术深度和广度开展跨领域、跨边界和去中心化的创新交互。堰下村属于数字产业发展模式，以花木产业为主导，更注重实现数据要素价值，提高花木产业能级和效率提升，以及利用数字技术赋能花木产业，实现花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因此数据要素和产业转型两个维度的作用更为显著。五四村属于数字治理模式，以数字治理为主导，更注重数字治理机制的完善和数字服务模式的创新，因此治理机制和公共服务两个维度的作用更为显著。
表4  数字经济驱动在案例数字乡村建设成熟阶段的作用
	维度
	乡村

	
	堰下村
	五四村

	数据要素
	建成“数字堰下”，通过智慧农业物联网等采集数据，依托村级数字化指挥中心分析和处理数据，通过电视端和手机端开展数据应用，通过农户专属二维码实现数据共享
	建成五四数字乡村底图，通过物联感知网等采集数据，依托数字治理平台分析和处理数据，通过“浙里办”“我德清”等生活服务平台开展数据应用，并尽力打通各层级、各部门的数据系统，实现数据开放共享

	产业转型
	以花木种植为主导产业，经历了喇叭喊、淘宝卖、直播带3个发展阶段，逐步形成“数字+花木”的产业转型发展模式，促使商业模式创新，让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与农业供给精准、高效对接
	先后引进红枫、“中国红”玫瑰、优质葡萄等九大生态种植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和亿丰花卉、垚淼生态园等经营主体，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将田园休闲游同红色研学游、智慧乡村游、康体运动游等产业有机结合，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治理机制
	“数字堰下”建设坚持以实际需求导向，突出数字化建设主线，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由“传统经验”向科学精准转变，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高质高效
	“数字乡村一张图”汇聚基础设施、空气质量、交通出行、垃圾分类、生产经营等各类数据，有效降低乡村治理成本，挖掘沉睡的数据资产，实现数据资源利用最大化

	公共服务
	以“数字堰下”为平台，依托“一码两端一中心”，提供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求职招工、购物销售、村务管理等服务
	以“数字乡村一张图”为载体，实时提供就业信息、远程医疗、网络培训、疫情防控、村务管理等服务



3.3 案例总结
从案例中两个数字乡村演进的过程看，数字经济驱动各个维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见图2）。在初始阶段，数据要素中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是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动力。数据应用、数据共享是数字乡村发展关键，提供了发展的关键动力；产业转型是数字乡村发展保障，提供了发展的支撑动力。基础动力和关键动力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了数字乡村发展，而支撑动力则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外部动力，拉动了数字乡村发展。因此，数据要素价值化与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乡村的初始发展阶段至关重要。在转型阶段，数字基础设施就绪度和数字服务质量决定了数字乡村发展是否具有持续性，治理机制中的数字治理水平和制度决定了数字乡村发展质量，治理机制中的治理主体和治理文化决定了数字乡村发展韧性。在成熟阶段，数字经济驱动的不同组合共同作用数字乡村发展。数据要素和治理机制增强了数字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数字乡村持续发展；产业转型和公共服务增强了数字乡村发展的外部动力，拉动数字乡村持续发展。此外，数字经济驱动在不同类型数字乡村演进中的动力机制存在差异：堰下村资源禀赋特色是花木种植业发达、电商销售能力较强，属于数字产业发展模式，更注重外部动力的拉动，因而产业转型和公共服务两个维度的作用更为显著；五四村资源禀赋特色是生态环境优美、乡村治理能力较强，属于数字治理发展模式，更注重内生动力的推动，因而数据要素和治理机制两个维度的作用更为显著。
【图2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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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数字经济驱动在数字乡村演进中的动力机制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综合运用乡村建设理论以及数字经济驱动发展理论，以数字经济驱动为切入点，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与数字乡村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数字经济驱动在数字乡村演进中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在数字乡村初始发展阶段，数据要素与产业转型作用显著，提供了演进的内外动力，其中数据要素价值化是演进关键，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演进支撑；在数字乡村转型发展阶段，治理机制与公共服务作用显著，提供了演进的内外动力，其中公共服务质量决定了发展的可持续性，治理机制完善程度决定了发展的质量和韧性；在数字乡村的成熟发展阶段，多种数字经济驱动组合共同作用，数据要素和治理机制以及产业转型和公共服务组合推动数字乡村持续发展。此外，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发展模式更利于产业转型和公共服务组合发挥作用；数字治理发展模式更利于数据要素和治理机制组合发挥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对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建议如下：
（1）宏观层面，通过数字技术促进乡村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一是利用数字技术催生新业态和新产品。以创新作为显著特征的数字技术发展，其核心范畴为数据要素，因此在乡村建设中应用数字技术不断推出符合消费升级的新产品、新服务，并带动相关的数字化体验模式，以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应引进行业领先的第三方信息技术供应商、电商平台开发商、数字产业服务商等进入乡村，提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就绪度，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本地特色优势产业，实现数据驱动传统乡村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态化方向转型升级；同时，以数字技术促进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产业，实现乡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2）中观层面，通过数字技术促进数字乡村分型发展。具有较好传统产业基础的乡村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应着力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注重物联网、人工智能、激光雷达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促进传统产业跨界融合，重构组织模式，进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拓展创新路径，以数字产业发展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具有较好治理能力的乡村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应着重推进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注重5G、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数字技术的场景应用，全面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做实数据互联互通和数据安全的基础性工作，注重数据要素的价值化和治理机制的完善，以数字治理发展带动数字乡村建设。
（3）微观层面，通过数字技术促进创新与效率提高。一是将云计算、大数据、无人机技术等众多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农业生产过程，实现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目标，大幅提升农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利用5G技术在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过程中的作用来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积极打造专门为乡村服务的、符合乡村具体实际的网格化治理信息平台，推进全科【？】智慧网格建设；鼓励村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积极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和治理，规范数字治理制度，塑造数字治理文化，并将数字治理系统向数字服务领域延伸，丰富数字服务应用场景，覆盖教育、医疗、就业、垃圾分类、疫情防控、生产、销售等多个领域，提升数字服务可及性，推动数字乡村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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